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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选本编纂与
“现代派”的接受及其合法性问题

徐 勇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321004;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市200433)

摘 要:现代派在1980年代的中国,在接受上存在着两极现象:一方面是理论阐释上的诸多限制;另一

方面通过读者的广泛阅读,现代派实际上已经深入人心,早已跳开了理论阐释上的限制。这样一种复杂情况,

在外国文学选本的编纂中有集中呈现。虽然编选者意欲通过选本的前言、后记之类介绍文字设定读者阅读接

受的方向,但事实上随着阅读接受语境的变化,必将导致阅读接受上的偏移现象产生,现代派正是在这种阅读

接受上的偏移中逐渐站稳脚跟并获得广泛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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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代派的价值及其在1980年代的接受,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在这方面产生了

很多重要成果。近几年来,随着“重返八十年代”成为学界热点,这一问题重新又被研究者激活并赋

予了新的含义,其中很多议题都从新的角度阐释,出现的成果亦让人启发颇多[1-4]。在这当中,不乏

从文学翻译、出版、接受和传播等文学制度的层面所展开的探索[5],但对于选本的编纂、出版却很少

有研究者问津。实际情况是,熟悉或亲历1980年代文学语境的人,想必不会否认袁可嘉等主编的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所造成的冲击和影响。这一套8本的外国文学选本的影响表明,选本编纂在

现代派的接受上所起到的作用不可小觑。本文的写作正是基于这一理解和假设展开。在方法的选

择上,本文尝试以统计学分析和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式,努力揭示选本编纂出版在现代派的接受上

所起的作用及其策略选择。
从总体趋势和时间先后顺序来看,1980年代外国文学选本的编纂出版,大致经历了一个先有

整体性作品选而后再有国别文学作品选、先有综合性作品选而后再有专题作品选的演变过程。这

样一种趋势,既为恢复教学之需,也是“拨乱反正”的结果,同时也是对待外国文学态度变迁的表征。
七八十年代之交,社会处于转折时期,外国文学选本出版也相对谨慎,197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的《外国短篇小说》是作为外国文学界“拨乱反正”的一部分,197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周煦良

主编的《外国文学作品选》乃是1960年代同一套作品选的再版。虽说如此,我们也应看到,这样一

种演变趋势,其实也是与文学观念的逐渐更新和思想解放的程度有关。

一、“拨乱反正”与“批判继承”

“拨乱反正”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回到“十七年”文学传统,也就表明在对待外国文学的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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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持“批判继承”态度[6]。“批判继承”在这里主要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对于可以或能够继承的,要
有批判的态度;二是对那些不能继承的,则采取“屏蔽”或遮蔽的态度。因此,“批判继承”首先有一

个范围的设定问题。就第一个方面而言,这样一种“批判继承”的范围主要局限于“从希腊、罗马时

期到中世纪止”“从文艺复兴时期到二十世纪初叶”以及“十月革命起”,这种编选范围决定了诸如

《外国文学作品选》中“古代希腊、罗马多选,中世纪少选;十八、九世纪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多选,现代

资产阶级流派少选或不选”的基本规则[6]。
除了设定范围之外,还有倾向性问题。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

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7]两方面

的综合决定了应以什么态度对待外国文学,具体说来就是要处理好以下关系:“我们应当分析哪些

是统治阶级文学,哪些是被压迫阶级的文学。我们分析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要看其属于哪个时代、
哪个阶级;是人民的文学,还是统治阶级文学;是某一阶级上升时期的,还是没落时期的。有时人民

文学也可能受到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其中也有糟粕;属于统治阶级的作家也有开明和保守、进步

和反动之分。要具体分析某种文学现象同当时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看它是站在进步

的方面,还是站在落后的方面。”[8]本着这种理解,反映在代表作品的选择上,思想性而非艺术性往

往就成为首先考虑的问题。
这是整体上回到“十七年”文学传统,但在涉及具体作家、作品的选择上,仍有细微差别。在这

里比较1960年代版和1979年版的《外国文学作品选》是很有意思的。两套作品选中,第3、4卷调

整较大。1963年版第3卷中,有些篇目被放到1979年版第4卷。1979年第4卷新增法、英、德、
奥、南斯拉夫,加纳部分被删掉。其中法、英、德国部分既有原属1963年第3卷的,也有新增的。

1979年第4卷中,原1964年版第4卷美国部分被删掉,其所选篇目,一部分由1963年版中挪过来,
一部分为新增。

有趣的是新增和删掉的部分。1979年再版时,1963年版第3卷中被删除的有:俄罗斯部分,普
希金《诗选》、《叶甫盖尼奥涅金》(节选)和《上尉的女儿》(节选),莱蒙托夫《诗选》、《当代英雄》(节
选),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节选)和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节选)。第4卷,美国部分,约翰·
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节选);加纳部分,杜波依斯《黑人的灵魂》。1979年再版时新增的有:第3
卷,法国部分,波德莱尔《诗选》、都德《柏林之围》;英国部分,盖斯凯尔夫人《玛丽巴顿》(节选);德国

部分,维尔特《诗选》;巴西部分,库尼亚《腹地》(节选);日本部分,芥川龙之介《罗生门》《鼻子》。第

4卷,法国部分,法朗士《诸神渴了》(节选)、《企鹅岛》(节选);英国部分,高尔斯华绥《福尔赛世家》
(节选);奥地利部分,卡夫卡《变形记》(节选);美国部分,斯坦·培克《月亮下去了》(节选)、《珍珠》
(节选),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节选)、《老人与海》(节选)等。

从上面的一增一减中,不难看出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变迁。1979年版中,删掉幅度最大的是

俄罗斯文学和前苏联文学部分。1963年版第3卷中,俄罗斯文学部分约占总量的近一半;1979年

版第3卷中,俄罗斯文学部分虽然所占篇幅仍旧最大,但已降低到总量的32%左右。1964年版第4
卷中,前苏联文学部分占总量的一半以上;而到了1979年版第4卷中,前苏联文学部分所占页码数

(篇幅数)虽基本未变,都在240页左右,但1979年版中第4卷整体篇幅数有大幅增加,从原来的

400余页增加到654页,这样一来,前苏联文学部分所占总量也就大大降低了,仅占三分之一左右。
与这里的递减相对照的是美国文学部分的增加,1964年版第4卷中原来所选约翰·里德《震撼世

界的十天》(节选)被删,替换成斯坦·培克的《月亮下去了》(节选)、《珍珠》(节选)和海明威的《丧钟

为谁而鸣》(节选)、《老人与海》(节选),其结果是1979年第4卷中,美国成为除前苏联之外所占篇

幅最大的国家。应该看到,俄罗斯文学和前苏联文学地位的降低,同美国文学地位的提升,两者之

间并非没有内在关联。这里既有中美建交的潜在影响,也是中国文学资源借鉴方向性变化的表征:
欧(西欧)美国家而非东欧(包括前苏联)国家的文学,越来越成为中国文学效仿和借鉴的对象。



另外,还要看到新增作家作品的新质和异质性特征。1979年版第3卷增选波德莱尔诗歌9首

以及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和《鼻子》;第4卷新增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节选)和《老人与海》(节
选)以及卡夫卡的《变形记》(节选)等。这些新增部分所占篇幅虽然并不太多,但出现在教材中却属

罕见,意义不可低估。这些作家作品主要是从“认识意义”的方面得到接受,这其实也是外国现代派

文学在1980年代接受的主要方向,从这个角度看,这一套作品选自有其奠基意义。需要特别注意

的是波德莱尔诗歌的选录,多侧重于具有进步倾向或表现底层民众的部分,如《穷人的死》等,倾向

性和立场性十分明显。与此不同的是,前面的介绍文字不偏不倚,颇有文学史式的客观效果:“他憎

恨虚伪的资产阶级道德,揭露现实社会的病态,却又美化城市生活;他抨击并企图摆脱邪恶,但又迷

恋自己认为邪恶败坏的东西”,“在艺术理论上,他认为只有宣扬资产阶级的人生苦恼、满足资产阶

级个人感官享受的艺术,才是‘美’的和‘真’的艺术;也只有发挥个性,‘绝对自由’地运用想象,才能

产生这种艺术。波德莱尔的艺术理论和创作实践,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为艺术而艺术’的法国巴

那斯派和后来欧洲各种颓废文艺流派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法国诗歌史上占有很重要的

地位”[9]。由于这种张力,从接受理论角度看,必然会带来阅读接受上的偏差,所谓与“期待视域”的
不符即此,文学的新变某种程度上体现在这种“期待视域”的落空和阅读的偏差上,但对这种张力也

不能过分夸大,即这里是带有某种策略性的选择和犹豫的态度。当时的语境决定了所选作品必须

具有进步意义,而在文学史式的介绍中却可以做到尽量公允;但也恰恰是这一看似不偏不倚的态

度,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暗含肯定和推介的态度。

二、当代意识的增强与向欧美国家倾斜

1980年代,外国文学的译介不同于1950-1970年代之处,主要表现在范围比重的扩大上。

1950-1970年代,仅俄苏文学的翻译出版总体上就超过各非人民民主国家文学作品出版的总和。

1980年代以来这一情况有大的改变。与1950-1970年代侧重于俄苏文学不同的是,欧美文学在

1980年代越来越占据翻译的重要地位。1980年代外国文学翻译中占前5位的国家分别是俄苏、英
国、美国、法国、日本。以1978年至1982年为例(见表1):

表1 1978年至1982年外国文学翻译出版情况对比(单位:部)

国别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俄苏 11 22 46 88 105
英国 12 14 35 75 55
美国 3 18 31 59 55
法国 11 11 27 61 58
日本 3 10 23 35 30

       注:这里的“部”,是以套为计算单位的,比如1980年版《美国短篇小说选》虽然有2册,但仍以一部计算。统

   计范围仅限于文学作品的出版,不包括以“外国”或“世界”之类超越国家范围的外国文学作品。数据来源于《全国

   总书目》

虽说俄苏文学仍旧是1980年代外国文学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欧美文学的译介比重越来越

大。1978年英国文学的出版超过俄苏文学,法国文学的出版与俄苏文学持平。1979年,美国文学

几乎接近俄苏文学。与此相应,欧美文学选本日渐增多,其中美国文学选本相对较多。1978-1982
年间,最多的仍是俄苏文学选本,有9部,分别为《异域情雨———70—80年代苏联中篇小说选》(外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当代苏联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苏联当代小说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苏联当代中篇小说选》(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当代苏联中短篇小说

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苏联当代短篇小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1)、《苏联当代青年

题材小说选》(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彩虹———1979年苏联中短篇小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1)、《俄国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其次是美国文学选本,有7部,分别为《美



国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美国短

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没有点亮的灯———美国短篇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81)、《美
国短篇小说选》(商务印书馆,1982)、《最新美国短篇小说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美国科学幻

想故事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接下来依次是:5部日本文学作品选本《日本当代小说选》(外
国文学出版社,1981)、《日本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日本推理小说选》(辽宁人民出

版社,1981)、《日本推理小说选》(群众出版社,1980)、《日本当代短篇小说选》(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0);4部英国文学作品选本《英国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英国短篇小说选》(中
国青年出版社,1981)、《现当代英国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好房客———英国现代短

篇小说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2部法国文学作品选本《法国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

社,1978)、《法国当代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
选本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出版,大多有较为明显的编选意图和倾向,是“有意为之”的行

为。就上文所列选本可以看出:第一,有些以丛书或系列的形式出现的选本,如中国青年出版社的

《法国短篇小说选》(1978)、《美国短篇小说选》(1980)、《英国短篇小说选》(1981,朱虹编选)、《日本

短篇小说选》(1983)、《俄国短篇小说选》(1984)、《苏联短篇小说选》(1984)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

《美国短篇小说集》(1978)、《英国短篇小说选》(1980,朱虹编选)、《日本短篇小说选》(1981)、《俄国

短篇小说选》(1981)、《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1981)、《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1981)等。中国青年

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选,读者主要针对青年,往往偏重于青年题材。相对而言,人民文学版的短

篇小说选,倾向于从文学史特别是短篇小说发展史角度选取各时代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这一区

别在同是朱虹编选的《英国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和《英国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

版社,1981)中可以看出。两个选本同为朱虹编选,但选择角度却不相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英国

短篇小说选》,“力图在一本英国短篇小说选本中照顾到英国文学发展的代表性、不同风格的代表

性、青年题材的代表性乃至青年读者的阅读趣味,惟其如此,看来反而弄成不伦不类、挂一漏

万”[10]。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英国短篇小说选》,朱虹的序言《谈谈英国短篇小说的发展》既是在

介绍英国短篇小说发展历程,也是在解释收录作品的理由,所选作品和序言之间实际上构成了一种

互文关系。
这里还需要看到两套丛书出版编辑时间上的差异。中国青年出版社早就打算以“外国文学名

著选本”丛书形式出版各个选本,并已完成了编校工作,后因故中断。可见,1980年代中国青年出

版社的各国短篇小说选,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拨乱反正”的一部分,时间上的内在连续性与编选倾

向和原则———即以青年趣味和题材为核心并服务青年———有关,但因跨越两个时代,选本编纂又受

到时代语境规定性的限制。也就是说,1980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选,具有时间上

的重叠性,是两个时段编选宗旨的反映。就1978年版《法国短篇小说选》而论,“主要是批判现实主

义的,它们从不同的角度生动地展现了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生活的画面,无情地揭露和鞭笞了资本主

义社会的丑恶和残酷”[11],这时虽已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但十一届三中全会

还未召开。1980年版《美国短篇小说选》则选录了不少现代派作品,表现了新时期的开放性。
第二,美国文学选本相对较多,说明对美国文学的重视日趋突显。外国文学选本主要从1980

年开始增多,但有关美国文学选本的出版却早自1978年9月的《美国短篇小说集》就已开始,这是

新时期最早的国别文学选本。1978年1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法国短篇小说选》,紧接着从

1979年到1981年,连续三年每年都有一本美国文学选本出现。这一系列选本的连续编选,与1979
年中美建交不无关联。事实上,政治事件影响外国文学选本的编纂,早在1953年即已出现,当时清

华大学外国语文系英文组编选过一本《美国短篇小说选》,即在于配合抗美援朝。
第三,上述选本的编选多倾向于当代外国文学,而古代或文学史意义上的专题文学作品选则很

少。1978年版《法国短篇小说选》编选的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1980年版《英国短篇小说



选》主要以19世纪至二次世界大战前为编选范围,1981年版《英国短篇小说选》以19世纪后期以

来的短篇小说为主,1978年版《美国短篇小说集》收录范围为近一百年,1980年版《美国短篇小说

选》收录范围从19世纪到当下,那些以“当代”为名的选本就更不用说,这表明选本编纂的当代意识

十分明显。这样一种当代意识虽具有西方近现代以来社会状况认识上的价值,但实际上隐含了服

务于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意图。“法国当代作家在文学上坚持不懈地走着探索、创新的道路……诚

然,他们的成果还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其中有些手法看来是扩大了艺术表现的领域,可以供我们

借鉴,有些却不一定成功,不过他们那种勇于探索、努力创新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12]这些都并

非文学史式的作品选,因此不必面面俱到,而若联系周煦良主编的1979年版《外国文学作品选》和
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外国短篇小说选》,则可发现教材式的作品选倾向于时间跨度上的长时

段,而国别小说选则倾向于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后半期以来。这种时间上的切近,现代性的逻辑

以及彼此相近的问题域,都使得这些选本对中国当下创作有更多的启示意义。
第四,当代意识的增强,也使得现代派作品逐渐进入到文学选本中,并占据一定比例。上文提

到的《法国当代短篇小说选》即属此类,收录了不少“先锋派”作家和现代派作家的作品。比较中国

青年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同一国家小说选,是很有意思的,以1978年版《美国短篇小说

集》和1980年版《美国短篇小说选》为例,可能会得到某些启示。《美国短篇小说集》所选小说以浪

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为主,虽侧重于认识价值,但强调思想倾向的进步立场:“从内容上看,……许多

作品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生活采取了暴露的、批判的态度”,“从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在美国

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一小撮资产者怎样用高利贷重利剥削的方式积累起自己的财富;怎样用

贩运非洲黑人的手段,进行残酷的剥削和惨无人道的迫害;怎样用欺骗和暴力压榨印第安人、墨西

哥人和华人。美国资本主义的每一个毛孔都渗透着美洲、非洲和亚洲人民的血汗。资本主义发展

到垄断阶段,我们看到,土地资本家怎样无耻地剥削农民,投机商人怎样盘剥城乡劳动人民;在经济

危机时期,失业工人生活悲惨到这样的程度,找到一个随时都有粉身碎骨危险的工作,还自以为是

‘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在这些作品中,作者爱什么恨什么,态度是鲜明的。对于盘剥、压榨劳动人

民的各类资产阶级人物,作者抱着憎恨厌恶的感情加以揭露和抨击……对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

劳动人民,作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13]。换言之,对那些具有认识价值但思想倾向隐晦的作品,比
如现代派等则不入选。《美国短篇小说选》明显不同,其“所选篇目古今都有,然而以今为主,各种主

要流派都略具一格,而每篇本身则或是内容有较大意义,或是艺术上有特点”[14]序言1,这一选本也强

调作品的认识价值,比如说,“麦尔维尔的《闺女的地狱》用怎样富于感染力的笔调写出了十九世纪

中叶美国妇女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里所遭受的深重苦难! 比尔斯的《空中骑士》用诗一般的描

写,通过一家父子的生死决斗表达了美国内战是怎样一种新时代消灭旧时代的战争”[14]序言4,但这

里的认识价值也仅仅只是认识价值,并不具有特别明显的倾向性。而且,对这一选本而言,其最大

不同还在于对不同流派的包容,收录了爱伦·坡的《失窃的信》、亨利·詹姆斯的《四次会面》、威
廉·福克纳的《熊》、塞林格的《给艾斯美写的故事———既有爱情又有凄楚》等现代或后现代之作,还
收录了科幻作家雷·布雷德伯里的《霹雳轰鸣》。

为什么会出现两种风格截然不同的美国短篇小说选本呢? 显然,时间差是应重点考虑的。这

让人想起1951年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英文组编选、1953年出版的《美国短篇小说选》,这是一本配

合当时形势而编选的美国短篇小说选:“这是我们英文组师生为了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而翻译

的。这样我们一方面以实际行动响应了捐献运动,一方面借这个机会使我们的广大读者从美国作

家的笔下亲见美帝国主义血腥的本质和吃人的剥削制度,以及所谓‘美国生活方式’的丑恶真

相———这是一个战斗的任务,一个用笔杆向敌人作战的任务。”[15]比较1978年选本和1953年选

本,两者之间显然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但1980年的选本则明显不同,与1979年中美建交有关,
但借中美建交而选入现代派作品,却不能不说是一种策略上的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国文学选



本编纂逐渐以越来越开明而包容的态度对待西方不同流派的作品,从这个角度看,不同时期外国文

学选本的对照,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的表征。

三、现代派的两面性及其合法性的获得

如果说“拨乱反正”时期外国文学作品选的编纂已暗含对现代派的某种推崇的话,那么在这之

后,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推进,现代派逐渐进入人们视野,这方面的选本越来越多。除了袁可嘉编

选的《外国现代作品选》8册之外,还有诸如《荒诞派戏剧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欧美现代派

作品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荒诞派戏剧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意象派诗选》(漓江出

版社,1986)、《英美意象派抒情短诗集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外国现代派诗集》(中国文联出

版公司,1989)、《外国现代派百家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等。还有一些供教学使用的非正式

出版物,比如上海师院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编选的《现代派作品选》(1982)。这些选本大致可分

两类:一类是以《欧美现代派作品选》和《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为代表的带有文学史意味的现代派作

品选,在编选过程中以文学史式的叙述暗含褒贬;一类是现代派专题选,如《荒诞派戏剧集》《荒诞派

戏剧选》《意象派诗选》《英美意象派抒情短诗集锦》等。
虽然说当时出版的现代派选本数量不少,但若比较其所选作品便会发现,其中有很多重叠之

处。比如《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上卷和《外国现代派诗集》,都选录了象征主义作品,其中所选

的诗人诗作绝大多数彼此重合,见表2:
表2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与《外国现代派诗集》所选象征主义篇目比较

所选诗人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上卷 《外国现代派诗集》

维尔哈伦 《原野》《城市》《穷人们》《来客》《风》 《原野》《城市》《穷人们》《树》《我的诗集》
瓦雷里 《风灵》《失去的美酒》《石榴》《海滨墓园》 《风灵》《石榴》《蜜蜂》《海滨墓园》《消失的酒》

里尔克

《秋日》《豹》《pieta》《一个妇女的命运》《爱的歌

曲》《总是一再地》《啊,朋友们,这并不是新鲜》
《奥利弗斯》《纵使这世界转变》《啊,诗人,你说,
你做什么》《马尔特·劳利得·布里格随笔》(摘
译)

《秋日》《豹》《pieta》《总是一再地》《啊,朋友们,这
并不是新鲜》《纵使这世界转变》《啊,诗人,你说,
你做什么》《一个妇女的命运》《爱的歌曲》

叶芝

《茵纳斯弗利岛》《当你老了》《柯尔庄园的野天

鹅》《基督重临》《驶向拜占廷》《在学童们中间》
《那样的意象》

《茵纳斯弗利岛》《当你老了》《柯尔庄园的野天

鹅》《基督重临》《驶向拜占廷》《在学徒们中间》
《那样的意象》《走过柳园》《鱼》《一位友人的疾

病》

艾略特 《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荒原》
《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荒原》《序
曲》《晓窗即景》《歌》《给我妻子的献辞》《一位哭

泣的年轻姑娘》

庞德
《休·赛尔温·莫伯利》《在一个地铁车站》《合
同》(后期象征主义)

《休·赛尔温·莫伯利》《在一个地铁车站》《合
同》《归来》《仿屈原》《刘彻》《题扇诗,给他的帝

王》《蔡姬》《花园》《阿尔巴》《石南》《抒情曲》、《少
女》(属于意象主义)

勃洛克 《十二个》 《十二个》
叶赛宁 《狗的颂歌》《无题》 《狗的颂歌》《无题》
夸西莫多 《大地》、《重归》(后期象征主义) 《大地》、《重归》(隐逸派)

洛尔迦
《阳台》《风景》《天明》《半圆月》《前奏》《两个姑

娘》《低着头》
《海水谣》《阳台》《风景》《天明》《半圆月》《前奏》
《两个姑娘》《低着头》

梅特林克 《青鸟》 《假如有一天他回来了》

  从表2可以看出,《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中所选诗作绝大多数都被《外国现代派诗集》重复收录,

而且有些完全一致。这意味着所选重合的作品确实是作家的代表作品,其重复收录对建构现代派

经典作品在中国的经典地位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同时也可看到,《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所选范围已



相当全面详尽,囊括了1980年代出版的现代派选本所收各流派代表作家作品。这些作家作品之所

以被不断重复收录,彰显的正是对现代派的强化、突显和肯定。现代派作品在1980年代文学语境

中深入人心,同相关选本编纂中的这种刻意突显和强化是分不开的。
比较袁可嘉《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序言和他在此前后发表的其他相关文章,也是很有意味的。

新时期以来,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现代派的文章,主要有《象征派诗歌·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

剧———欧美现代派文学述评》(《文艺研究》1979年1期)、《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创作及理论》(《华中

师院学报》1979年3期)、《谈谈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译林》1979年1期)、《略论西方现代派文

学》(《文艺研究》1980年1期)、《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说》(《百科知识》1980年1期)、《从艾略特到威

廉斯———略谈战后美国新诗学》(《诗探索》1982年4期)、《我所认识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光明日

报》1982年12月30日)、《关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三个问题》(《外国文学》1983年12期)、《西方

现代派文学的边界线》(《读书》1984年10期、11期)、《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来由、发展和趋向》(《读
书》1985年6期)等。他的《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说》一文,在内容、观点和表述上,同《外国现代派作

品选》序言及各流派介绍文字极为相似,可看成是一个缩减版。从两篇文章的时间看,序言写于

1979年12月,文章发表于1980年1期,应该是同一文章的两个版本。再看他的《我所认识的西方

现代派文学》(后来还附录在1985年版《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4册下卷结尾部分),便会发现其中

的微妙之处。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序言中,袁可嘉虽对现代派多有批判,但从中不难看出作者隐

含的肯定倾向。《我所认识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则不同,可以看成是袁可嘉论述西方现代派文学中

最简明扼要而态度鲜明的一篇,很有症候性,他说:“总的说来,现代派反映了现代西方社会动荡变

化中的危机与矛盾,特别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四种基本关系———人与社会、人与人、人
与自然、人与自我———方面的畸形脱节,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虚无主义的思想和

悲观绝望的情绪。这四种基本关系是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强大压力下被扭曲的。我认为,现代派文

学具有的不可低估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主要也在于此。”[16]1138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
但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要看到以下三方面的两重性:

  第一,现代派所反映的现实只是局部的现实,它主要反映敏感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危机

尖锐时期的心境,未必表达了忙于生计的人民大众的思想和情绪。……
第二,现代派诚然揭露了社会矛盾的现象,却往往掩盖社会矛盾的本质。由于资产阶级世

界观的限制,现代派作家常常把具体社会制度下的问题扩大化、抽象化为普遍而永恒的人的存

在问题;他们把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痛苦和悲剧说成是不可改变的

“生之痛苦“;他们把资本主义的末日说成是全人类的末日等等……这种错误的世界主义观点

完全掩盖了所涉及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阶级的社会的实质,势必冲淡现代派揭露社会矛盾

的力量。
第三,现代派在反映现实矛盾的同时,又散布大量的有腐蚀性的错误思想,主要是虚无主

义……一般讲来,现代派作品中极少令人发奋向上的思想因素,这是它很大的弱点,也是我们

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一个需要高度警惕的问题。
有了上述认识,我们对现代派反映现实的认识价值就能有恰当的估价;既不会夸大这种认

识意义,把它说成是将为资本主义找到新出路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自我批判”,也不会抹煞这种

认识价值,把现代派说得一无是处。[16]1138-1139

在序言中,袁可嘉花了2200字左右讨论现代派的认识价值,仅在文章结尾才谈到其两面性而

篇幅为162字。而在《我所认识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中,谈论现代派的认识价值和其两重性的,所占

比例分别为37%和63%。从简单对比中也不难看出作者思想感情上的倾向,这种倾向性在作者对

现代派艺术技巧的论述中同样存在。仅就理论表述层面来看,袁可嘉的态度可谓谨慎而鲜明,对现

代派的批判似乎多于肯定,但这只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史表述,一旦进入读者阅读和接受层



面,情况则可能逆转:“文学史必须承认,它在作品的审美经验能得以实现的过程中就得退避三舍,
原因是在这一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作品、生产者和接受者的特性。”[17]189这就意味着当同一类作

品在不同语境下出现时,读者的阅读方向会随之发生改变,这与瑙曼所说的“本文”变化有关:“有这

样的界限,是因为使作品形式化的方法只能把握作品在‘赋予它意思’之前的那种状态。……我们

将这种赋予意识之前的先验状态称为‘本文’。”[17]190换言之,作品接受或“赋予它意思”前的语境不

同,作品的接受方向也会随之改变。当1980年代现代派作品出现在读者面前时,与出现在过去年

代的读者面前是不一样的。随着七八十年代而来的社会转型及其“知识装置”的颠倒,过去年代被

否定和批判的现代派作品出现在读者面前时,可能会以一种肯定的正面方式接受,尽管袁可嘉在序

言中不断强调现代派的两面性。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派合法性的获得,在当时是以阅读接受方式完

成的,而不是体现在理论阐释的完备上(事实上,在理论的阐释和争论上,1980年代的文学界对现

代派的认识既未取得一致意见,也未产生有阐释力的观点)。

四、选本编纂与现代派接受上的两极现象

上述情形自然而然带来了现代派在1980年代接受上的两极现象:一方面是理论阐释上的诸多

限制,即“批判地继承”;另一方面是读者的广泛阅读,现代派实际上已经深入人心,早已跳开理论阐

释上的限制。认识论的角度是1980年代接受现代派的主要角度,即对了解资本主义危机具有认识

上的价值,这一接受角度贯穿1980年代始终。1987年编选、1989年出版的《外国现代派诗集》一书

前言说:“外国现代派诗歌存在着许多消极的东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坚持‘洋为

中用’的原则,扬弃那些从内容到形式极为不健康的成分,否则会侵害我们的思想,败坏我们的胃

口。”[18]这一表述使我们想起袁可嘉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前言结尾处的话:“对于西方现代派文

学,我们必须坚持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的精神。它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两重性……我们今天有选

择地介绍现代派文学的代表作品,目的不是要对它瞎吹胡捧,生搬硬套,而是首先要把它有选择地

拿过来,了解它,认识它,然后科学地分析它,恰当地批判它,指出它的危害所在,同时不放过可资参

考的东西。”[19]“两重性”是1980年代对待西方现代派的基本共识,正是这一“两重性”的认识,限制

了当时对西方现代派理论上的深入阐释。换言之,西方现代派是资本主义没落和危机的反映,1980
年代的中国现实虽没有现代派产生的土壤,但却并不妨碍它的形式技巧可以为我所用。显然,这是

一种从认识论角度对西方现代派的接受。但这也带来一个理论上的难题,即如何看待现代派的形

式技巧所呈现的“形式的意识形态”内涵? 杰姆逊早就告诉我们形式背后有其意识形态色彩存在。
因此,对于现代派而言,其技巧仅仅只是技巧吗? 当我们借鉴现代派的所谓技巧时,是否也会发现

其中难以克服的矛盾?
理论上的探讨可能被悬置,但对于实际上的阅读接受呢? 是否也会被约束? 接受理论告诉我

们,阅读接受语境的变化,会造成期待视野之“本文”或即“作品在‘赋予它意思’之前的那种状

态”[17]190的改变,其结果是阅读接受也就会发生偏移现象。对于作品选而言,尤其如此。就阅读接

受而言,前后不同的语境变化往往会导致阅读行为脱离选本中前言、后记的限制。随着环境的变

化,现代派的接受必然会出现不同的情况。诗人刘湛秋对待现代派的态度,正可看成是这一接受史

演变的表征,他在《外国现代派百家诗选》序言中说:“现代派与其作为一个特定的流派去看,不如作

为一个历史现象来看……现代派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二十世纪诗歌从各个方面对诗歌的变革,是
对统治几个世纪的古典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一个叛逆和挑战。这里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

败的尝试。不需要欢呼,也不必指责,更不能去批判。”“从广义的现代派的角度去观察,我们不得不

承认它所进行的变革取得了成果,它使诗具有了新的生命。”[20]《外国现代派百家诗选》是诗人选

诗,有别于袁可嘉等专家选诗的地方在于,他能从诗歌创作角度讨论外国现代派诗歌的成败得失,
而不必太顾及现代派诗歌在思想上或认识上的局限性。事实上,比较刘湛秋的导言和袁可嘉的导



言,如果说袁可嘉是从建立规范的角度建构一种文学史的论述框架和读者阅读接受方向,那么刘湛

秋则是从接受角度展开对借鉴现代派诗歌各种可能性的讨论,他强调的是读者阅读接受的主动性,
而非理论表述上的严谨。这一选本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选本编纂特别是有关现代派选本编纂中

的新的倾向,即从“引导读者”到“读者导向”的过渡;这也就意味着,当现代派的价值(认识价值)被
承认或充分认可之后,如何借鉴并作用于文学创作就成为现代派选本编纂中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
而至于现代派的合法性问题,则会在这一过程中被有意无意地略过,或者说仅仅作为一种背景存

在。这充分说明,现代派的合法性问题虽仍是一个理论命题,但似乎已并不成其为现实问题了。

五、结 语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1980年代的中国,就现代派的合法性这一问题而言,因为受到诸多限

制,一直是理论阐释上的难题,且始终存在不同看法,但这并不影响现代派作品在当时的被接受。
这一矛盾现象的产生,或者说现代派的深入人心,某种程度上是与众多收录现代派作品的选本的涌

现有关。就文学接受的层面而论,作品选不同于理论阐释的地方在于,它能造就一种不言之言的效

果。也就是说,读者通过对现代派作品的阅读能有效溢出前言后记所限定的“接受视野”和接受路

径。这是一种通过阅读而完成的对现代派的潜移默化的接受。不难看出,这种所谓的限定和效果

的不统一与不一致,正是1980年代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这也意味着,选本编纂在此过程中所起

到的往往只是理论上尚不明朗之前的实践前导与策略选择的作用。
应该说,这一结论的得来,是基本符合1980年代实际情况的,也是对选本编纂实践探索的独特

发现。某种程度上也让我们看到1980年代的中国在面对现代派问题上的复杂态度和矛盾情境。
当我们重提现代派在1980年代的接受这一问题时,有必要充分意识到其具体语境的复杂性和多面

性,避免做出单一性或本质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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